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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理论上提出了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产生挤入效应的两条途径，并基于 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

微观数据和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

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延迟退休不仅不会挤出青年人就业，反而会对其产生挤入效应。异质性分析结

果表明，相较于男性青年人，延迟退休对女性青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偏弱；高学历老年人延迟退休能够促进高学

历青年人就业，低学历老年人延迟退休能够促进低学历青年人就业。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延迟退休通过降低实际

老年抚养比促进青年人就业。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延迟退休与青年人就业之间的关系存在正

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政府为增加劳动力供给提出的延迟退休政策，建议推进渐进式、弹性式延迟退

休政策。在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政府应适时调整其他相关政策。在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阶段，政府应重

视年轻家庭对祖辈隔代照料的需求。此外，政府应鼓励老年劳动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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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结构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 2022年，“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相

继进入老年阶段，这意味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步入加速阶段［1］。人口老龄化造成中国劳动年

龄人口份额下降，有效劳动力供给放缓甚至减少。2022年，16—59周岁劳动年龄人口占全国总

人口的比重为62%，比2021年减少666万人。对于正处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人口老龄

化和劳动力供给不足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不容忽视。为了弥补劳动力供给不足，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标志着中国退休年龄制

度改革已经提上日程。2022年 3月，江苏已率先开展了延迟退休试点工作，随后这项工作将在更

多省份落地实施。目前，学术界对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的主要顾虑之一是延迟退休在增加劳动力供

给的同时，是否会对青年人就业产生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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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是政府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现阶段，中国延迟退休政策仅在

江苏和山东开展试点工作，尚未大范围推广，无法直接研究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世界

范围内实行该政策的大多为发达国家，他们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与中国均存在较大差异，

其结论未必适合中国国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基于中国现实，利用老年人再就业对青年人

就业的影响比拟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延迟退休政策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劳动

力供给，而中国法律允许老年人退休后选择再就业。①黄炜等［2］提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的

前三年，中国约有 14%的男性和 22%的女性在领取养老金的同时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即实现

老年人再就业。老年人再就业和延迟退休都会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二者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具

有高度相似性。本文研究现行退休政策下老年人再就业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方面，本文从理论上提出了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产生挤入效应的

两条途径。一是延迟退休能够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带动经济发展，进而促进青年人就业。二是

延迟退休能够降低实际老年抚养比，改善人口结构，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并释放家庭消费潜

力［3-4］，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直接需求和引致需求，进而促进青年人就业，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越

高的地区，该促进作用越大。另一方面，本文采用实际老年抚养比衡量社会养老负担，以检验其

对经济发展和青年人就业的影响。目前学术界普遍采用名义老年抚养比，将年龄作为划分抚养人

口和被抚养人口的唯一标准，不能准确有效地反映社会养老负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

按规定年龄退休的老年人/全体社会劳动力×100%衡量实际老年抚养比。实际老年抚养比将中国

退休政策和老年劳动参与率考虑在内，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中国社会养老负担。

二、文献综述

（一）延迟退休与青年人就业

关于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往文献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延迟退

休对青年人就业产生挤入效应。Gruber等［5］与Kalwij等［6］基于已经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发达国

家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延迟退休与青年人就业不存在显著替代关系，甚至有微小的互补

性。一些学者在中国现行退休制度基础上就该问题展开研究。张川川和赵耀辉［7］认为，在中国

现行退休政策下，退休后老年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再就业对青年人就业均产生促进而非抑

制作用。姚东旻［8］将产业结构作为内生变量引入模型发现，延迟退休促使产业由普通行业转向

高技术行业，青壮年失业率在该过程中先降后升。张熠等［9］提出了“延迟退休—赡养率改善—

缴费率下降—用工成本减轻—就业岗位增加”的岗位创造机制，验证了“延迟退休挤出青年人就

业”是伪命题。第二，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产生严重挤出效应。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远超

过OECD国家且劳动力同质化严重，加之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延迟退休对就

业总量产生挤出效应，尤其会严重挤出青年人就业［10］。第三，由于地区、行业和劳动力存在异

质性，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产生异质性影响。阳义南和谢予昭［11］基于实行延迟退休的OECD
国家研究发现，其中，11个国家青年就业率下降，5个国家青年就业率上升。刘妮娜和刘诚［12］

研究发现，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挤出效应主要表现在教育和科技等高端行业，对批发零售等

低端行业的影响不显著，个别行业可能存在挤入效应。王天宇等［13］基于 75期的世代交叠模型研

究发现，由于青年人找工作的努力程度上升，延迟退休对其失业率的影响不显著。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不同观点，主要是因为样本国家发展阶段和样本分组标准各不相同［14］。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稳定，短期内产业结构不会出现大规模调整，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提出，根据社会需要和可能，鼓励老年人在自愿和量力的情况下，依法从事经营和
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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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和产业结构在短短几年就可能发生较大变化，因而外国经验只可借鉴不可照搬。

从人口结构的角度出发，无论国家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和如何进行样本分组，延迟退休都将降

低实际老年抚养比，改善人口结构。人口结构会直接影响一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充分就业水

平［15］。1965—1990 年，“东亚奇迹”期间经济增长的 1/3 归功于人口结构转变［16］，1990—2010
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口抚养比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15%［17］。因此，本文将

人口结构纳入分析框架，研究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老年抚养比与人口结构

老年抚养比是衡量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目前学术界大多数按照国际通用标准计算名义

老年抚养比，将 15—64周岁人口视为劳动年龄人口，将 65周岁及以上人口视为老年人口，采用

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衡量国家人口结构或城市人口结构。苏剑［18］基

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名义老年抚养比提高 1 个百分点，GDP 下降 0. 25 个百分点。

铁瑛等［19］采用名义老年抚养比衡量城市人口结构，基于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

显示，城市老年抚养比下降对出口有促进作用。然而，将 15—64周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是否符

合中国的法律和事实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学者认为，该年龄段的划分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符

合中国法律规定。姚引妹［20］认为，在计算人口抚养比时，将 19—58周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更符

合中国现实。李中秋和王朝明［21］与肖周燕［22］认为，为了更准确地衡量人口结构，应将老年劳

动参与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参与率考虑在内，否则会导致理论老年抚养比与实际老年抚养比之间存

在偏离。Kye［23］将不断变化的受教育程度和老年人健康考虑在内，提出了教育—健康调整老年

抚养比，相较于名义老年抚养比，这种衡量方式能够更综合地反映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真实影

响。基于Kye［23］的研究，熊佳军等［24］在计算出中国的教育—健康老年抚养比指数后发现，如果

考虑教育和健康因素，中国老龄化带来的养老负担重于韩国和日本，传统的名义老年抚养比可能

会低估老龄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

综上所述，学术界有关延迟退休与青年人就业的因果关系以及人口结构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

成果，但还存在如下两点不足：第一，大多数文献研究了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直接影响，而

未就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尤其是未进一步研究延迟退休对人口结构的改善作用及其对

经济发展和就业的促进作用。第二，现有文献大多采用名义老年抚养比衡量人口结构，即 65周

岁及以上人口数与 15—64周岁人口数的比值，选择 65周岁这一分界线不符合现阶段中国退休政

策，且未考虑老年劳动参与率的名义老年抚养比无法准确衡量社会养老负担。①即使少数学者提

出实际老年抚养比也大多停留在概念层面，未就实际老年抚养比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做进一步研

究。本文基于中国现行退休政策，将老年劳动参与率纳入老年抚养比中，引入实际老年抚养比，

从理论上提出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产生挤入效应的两条途径，并实证研究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

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挤入效应之一

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负面冲击的重要政策工具，延迟退休的目的是将部分消极人口转化为积

极人口，增加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弥补中国因人口老龄化造成的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现阶

段中国退休政策规定，男性退休年龄为 60周岁，女性退休年龄为 55周岁。如果实行延迟退休，

① 根据《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人口老龄化这一词条的解释：老年抚养比用以衡量每单位劳动人口所需要抚养的老龄
非劳动人口数量，仅以年龄为基础的抚养比不能准确衡量社会养老负担。中国男性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性退休年龄为55
周岁，如果参照国际标准将 15—64周岁的人口作为劳动人口，与中国实际退休政策不符。另外，现有文献大多采用名义老
年抚养比衡量一国人口结构。名义老年抚养比仅以年龄划分劳动人口和非劳动人口，未考虑老年劳动参与率，将部分再就
业的老年劳动力列入非劳动人口，无法准确衡量社会养老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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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将男性和女性退休年龄分别推迟至 65周岁和 60周岁，释放的 5年劳动力将增加中国有效

劳动力供给，而有效劳动力供给增加是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经济的发展能够为劳动力

市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促进青年人就业。

本文在增长核算方程的框架下，先分析延迟退休带来的有效劳动供给增加对一国经济增长率

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为了从理论上考察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与

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 = A (K,L) = AKαL1 - α （1）
其中，Y为总产出，A为全要素生产率，K为资本，L为劳动力。

本文定义每单位劳动力带来的产出为劳均产出，用Y/L表示，z为劳均产出的自然对数值：

z = ln (Y L ) （2）
劳均产出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gz = δ (z* - z0 ) （3）
其中，z* 为稳态水平下劳均产出的自然对数值，z0 为初始状态劳均产出的自然对数值，δ为

劳均产出向稳态收敛的速度。本文用X表示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开放程度等一系列影响稳态下

劳均产出的变量，β为以上变量对劳均产出的影响程度，则有：

z* = βX + μ                                                                                                                                                                （4）
gz = δ (βX - z0 ) + ε （5）
为了进一步考察人均产出变化的来源，本文将人均产出分解为劳均产出、劳动参与率和劳动

年龄人口份额三者的乘积：

Y/P = (Y/L) (L/W) (W/P) （6）
其中，P为总人口，W为劳动年龄人口，L/W为劳动参与率，W/P为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人

均产出增长率可以表示为劳均产出增长率 gz、劳动参与率增长率 gL和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增长率 gw
之和：

gy = gz + gL + gw （7）
对式（6）两侧取自然对数，z可以用下式表示：

z = y - ln (L/W) - ln (W/P) （8）
将式（8）代入式（5）可得劳均产出增长率：

gz = δ [ βX - y0 + ln (L/W) 0 + ln (W/P) 0 ] + ε （9）
将式（9）代入式（7）可得人均产出增长率：

gy = δβX - δy0 + δln (L/W) 0 + δ ln (W/P) 0 + gL + gw + ε （10）
由式（10）可知，ln (W/P) 0 的系数为正，即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

响。从目前的经济及人口状况来看，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2013—2021年，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 6. 6%；人口老龄化使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份额持续走低，由 2013年的 73. 9%降至

2021年的 62. 5%。如果维持现行退休制度不变，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份额（W/P）将无法满足经济

高速增长的劳动力需求，延迟退休政策成为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的必然选择。假设将男性退休年

龄和女性退休年龄分别推迟至 65周岁和 60周岁，延长的 5年劳动力将使中国劳动年龄人口（W）

增加。在假定总人口数（P）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年龄人口份额（W/P）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

水平提高，人均产出增长率（gy）上升，从而经济发展水平得以提高。经济发展能够为劳动力市

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升社会就业总水平，这其中也包括青年人就业水平的提升。基于上述

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假设1：：延迟退休能够增加有效劳动供给，改善人口结构，促进青年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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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挤入效应之二

延迟退休政策使得参与就业的社会劳动力数量增加，退休后处于被抚养状态的老年人口数量

减少，实际老年抚养比下降，这将改善中国人口结构。实际老年抚养比下降将从两方面增加企业

对劳动力的直接需求和引致需求：一方面，实际老年抚养比下降能降低企业维持社会保险基金平

衡所必需的缴费率水平，减少企业用工成本，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直接需求。另一方面，实际老

年抚养比下降在减轻家庭养老负担的同时，能增加家庭预期收入，刺激家庭消费支出，增加企业

对劳动力的引致需求。

现有研究大多以名义老年抚养比作为刻画中国人口现状的重要指标，采用 65周岁及以上人

口数与 15—64周岁人口数之比衡量。使用名义老年抚养比刻画中国人口结构有两方面不足：一

方面，64周岁已经超出中国法定退休年龄，以 15—64周岁人口作为劳动人口与中国的法律和事

实不符。另一方面，仅按年龄结构计算的比值不能准确地衡量社会养老负担，应将老年劳动参与

率考虑在内［21］。部分再就业且获得经济收入的老年人口属于抚养人口，不应该被列入被抚养人

口［22］。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中国现行退休政策和老年劳动参与率考虑在内，提出实际老年抚

养比的概念，实际老年抚养比=按规定年龄退休的老年人/全体社会劳动力×100%，其中，按规定

年龄退休的老年人为 55周岁及以上未工作的女性和 60周岁及以上未工作的男性，全社会劳动力

是指 16周岁及以上就业人口，其中也包括大量退休后选择再就业的老年劳动力。延迟退休政策

的实施使全社会劳动力数量增加，退休后处于被抚养状态的老年人口数量减少，这将降低实际老

年抚养比，改善中国人口结构。

实际老年抚养比下降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增加企业对青年人的直接需求和引致需求，促

进青年人就业水平提升。从宏观层面来看，实际老年抚养比下降能降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率，从

而企业生产成本下降，这会增加对劳动力的直接需求。实际老年抚养比下降也能降低社会保险制

度内的赡养率，从而降低维持社会保险基金平衡所必需的缴费率水平，减少企业用工成本，使得

劳动力需求和就业岗位增加，进而促进青年人就业水平提升［9］。从微观层面来看，实际老年抚

养比下降能促进家庭消费，从而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引致需求。实际老年抚养比下降在减轻社会

养老负担的同时，也会减少家庭内部被抚养老人的数量，从而减轻家庭养老负担。另外，延迟退

休延长了人们获得收入的时间，个人预期收入增加，家庭养老压力的下降和预期收入的增加都将

进一步释放家庭消费潜力［25］，家庭消费需求的提升会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引致需求，进而促进

青年人就业。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假设 2：：延迟退休能够降低实际老年抚养比，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直接需求和引致需求，促

进青年人就业。

（三）经济发展水平对延迟退休与青年人就业的调节效应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所占比重往往也高。如果实行延迟退休政策，在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增加的高人力资本劳动力相对更多，这更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青年人就业水平提升。具体地，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高的地区会将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投资于人力资本［26］，如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条件。一个地区的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延迟退休群体中高学历、高技术水平的老年人所占比重往往越高。该群体具

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延迟退休政策可以实现其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增加有效劳

动力供给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高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进而促进青年

人就业。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假设 3：：经济发展水平对延迟退休与青年人就业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在经济发展

水平高的地区，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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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目前延迟退休政策在中国还没有大范围实施，仅在江苏和山东进行试点，所以无法直接研究

延迟退休的政策效应。中国存在大量退休后再就业的老年人，老年人再就业也可以增加劳动力供

给，与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具有相似性。因此，本文利用老年人再就业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比拟

延迟退休政策对青年人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

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本文使用 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和 2010年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微观数据，这是目前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样本容量最大且最具代表性的全国人口数据。利

用上述微观数据计算得到青年人就业率、老年人再就业率和实际老年抚养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老年人再就业率提升意味着中国劳动力供给增加，其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是本文研究的

重点内容。同时，本文选取城市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工资和工业企业数量

等影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本文借鉴张川川和赵耀辉［7］的做法，剔除了样本中的在校学生。2005—2010年是中国高等

教育迅速发展阶段，本文主要关注的 16—24周岁人口中包括大量的在校学生，如果简单地将所

有在校学生作为失业人口会引起结果的偏误。在年龄段的划分上，本文借鉴城镇青年人失业率计

算标准，将 16—24周岁的人口定义为青年人。同时，将 55—59周岁的女性和 60—64周岁的男性

定义为老年人。这是因为就中国目前的退休政策而言，如果实行延迟退休政策，很可能将男性和

女性的退休年龄分别延迟至 65周岁和 60周岁，55—59周岁的女性和 60—64周岁的男性会继续留

在工作岗位上，该群体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对象。

（二）变量定义

⒈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青年人就业率（Young），采用 16—24周岁参与就业的青年人占青年总人

口的比重衡量。

⒉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为老年人再就业率（Old），采用 55—59周岁就业女性和 60—64周岁就业男性

占老年人总人口的比重衡量。①

⒊中介变量

本文中介变量为实际老年抚养比（Dependence），采用按规定年龄退休的老年人/全体社会劳

动力×100%衡量，其中，按规定年龄退休的老年人为 55周岁及以上未工作的女性和 60周岁及以

上未工作的男性，全社会劳动力指 16周岁及以上就业人口，其中包括大量退休后选择再就业的

老年劳动力。

⒋调节变量

本文调节变量为城市生产总值增长率（GDPrate），采用（本期实际生产总值-上期实际生产

总值） /上期实际生产总值×100%衡量，其中，以2000年为基期计算城市各期实际生产总值。

⒌控制变量

城市生产总值 ( lnGDP)，采用以 2000年为基期计算的城市实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值衡量；

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Three），采用城市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一二三产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

衡量；平均工资（lnwage），采用城市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值衡量；工业企业数量（lnindustry），

采用城市工业企业数量的自然对数值衡量。

① 本文对就业率的定义与张川川和赵耀辉［7］相同，采用就业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经济学中标准定义采用就业人口
数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衡量，其中，经济活动人口将退出劳动的个体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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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构建

⒈基准回归模型

为了检验老年人再就业率对青年人就业率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Youngit = β0 + β1Oldit + β2Controlit + μi + ωt + εit （11）
其中，i和 t分别为城市和年份；Control为上述一系列控制变量；μ和ω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

和年份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

⒉机制检验模型

为了检验延迟退休通过降低实际老年抚养比影响青年人就业，本文借鉴江艇［27］的做法，构

建如下机制模型：

Dependenceit = β0 + β1Oldit + β2Controlit + μi + ωt + εit （12）
若β1 显著为负，则表明老年人再就业率对降低实际老年抚养比具有显著影响，实际抚养比

降低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增加企业对青年劳动力的直接需求和引致需求，由此证明降低实际

老年抚养比是延迟退休促进青年人就业的有效机制。

⒊调节效应模型

为了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在延迟退休与青年人就业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本文在模型（11）的基

础上引入城市生产总值增长率及其与老年人再就业率的交互项，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

Youngit = β0 + β1Oldit + β2GDPrateit + β3Oldit × GDPrateit + β4Controlit + μi + ωt + εit （13）
考虑到加入交互项可能导致模型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对交互项进行中心化处理。系数

β3 的符号和显著性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若系数β3 显著为正，则表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高将显著增强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挤入效应。

表1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表 2列（1）未引入控制变量；表 2列（2）在列（1）基础上

引入了控制变量和城市固定效应；表 2列（3）在列（1）基础上引入了控制变量和年份固定效

应；表2列（4）同时引入了控制变量、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从表2可以看出，老年人

再就业率的回归系数在各回归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如果实行延迟退休政策，不仅不会挤出

青年人就业，反而对其具有挤入效应。假设 1得以验证。老年人再就业率的提升意味着中国劳动

力供给增加，这将会弥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即能够

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促进青年人就业。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类 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

控制变量

变 量

青年人就业率

老年人再就业率

实际老年抚养比

城市生产总值增长率

城市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

平均工资

工业企业数量

符 号

Young
Old

Dependence
GDPrate
lnGDP
Three
lnwage

lnindustry

观测值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均 值

79. 987
52. 464
19. 388
14. 372

6. 338
52. 689

9. 973
6. 577

标准差

9. 947
17. 344

5. 453
2. 908
0. 913

12. 544
0. 438
1. 096

最小值

0
0

3. 190
2. 700
4. 018

17. 880
8. 766
3. 258

最大值

100
100

45. 910
29. 100

9. 569
87. 300
11. 183

9.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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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生性处理

本文借鉴张川川和赵耀辉［7］的做法，以接近退休年龄的工人在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就业比重（Share）作为老年人再就业率（Old）的工具变量，采用 55—59周岁男性

及 45—49周岁女性在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就业比重表示。同时，引入 16—
24 周岁青年人在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就业比重（Youngshare）作为控制变

量，使老年人的就业部门结构相对外生，以确保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由于只有 2005年调查表中

涉及就业部门信息，因而 2SLS估计采用 2005年横截面数据，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从表 3可以

看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Kleibergen‑Paap rk LM检

验结果显示模型不存在识别不足问题，且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明显大于 Stock‑Yogo弱
工具变量检验临界值，排除了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老年人再就业率每提高

1个百分点，青年人就业率上升0. 294个百分点，且在1%水平上显著。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在

控制内生性以后，老年人再就业仍然对青年人就业有促进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①

⒈更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青年人就业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采用 16—24周岁青年人就业人数占

青年人总人口的比重衡量青年人就业率。考虑到经济社会中存在部分退出劳动的青年个体，他们

未参与就业也没有找工作，应将其计入非经济活动人口。因此，为了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

性，本文将退出劳动的青年个体排除，采用 16—24周岁青年人就业人数占青年人经济活动人口

的比重衡量青年人就业率。回归结果显示，老年人再就业率对青年人就业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具体表现为老年人再就业率每提高 1个百分点，青年人就业率提高 0. 202个百分点，略低于基准

① 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表 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 量

Old
Share

控制变量

城市FE

（1）
第一阶段

-1. 452*** （0. 103）
控制

控制

（2）
第二阶段

0. 294*** （0. 055）

控制

控制

变 量

年份FE
观测值

F值

LM值

（1）
第一阶段

控制

255
200. 405［16. 380］
61. 489*** ｛0. 000｝

（2）
第二阶段

控制

255

注：中括号内为在10%水平上Stock‑Yogo弱工具变量识别F检验的临界值，大括号内为P值。

表2　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

变 量

Old
lnGDP
Three
lnwage

lnindustry
城市FE
年份FE
常数项

观测值

R2

（1）
0. 267*** （0. 025）

不控制

不控制

65. 996*** （1. 381）
510

0. 078

（2）
0. 244* （0. 137）
2. 081** （0. 960）
-0. 076（0. 115）
8. 580*** （0. 826）
-1. 613* （0. 859）

控制

不控制

-17. 010* （9. 578）
510

0. 413

（3）
0. 314*** （0. 050）
2. 285*** （0. 769）
-0. 001 （0. 0423）
11. 636*** （1. 808）
-1. 490** （0. 659）

不控制

控制

-56. 042*** （18. 638）
510

0. 405

（4）
0. 242* （0. 138）
2. 020** （0. 952）
-0. 069（0. 118）
6. 809** （3. 206）
-1. 581* （0. 862）

控制

控制

-0. 080（29. 971）
510

0. 414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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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可能的原因是，按经济活动人口计算的青年人就业率会略高于按青年人总

人口计算的青年人就业率，则老年人再就业率每提高 1个百分点，对青年人就业率提高的百分比

会相对较小，但仍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⒉改变样本

考虑到农村存在大量自雇佣的农业劳动者，法定退休政策对该群体并不适用。本文选择城镇

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剔除农村样本后，老年人再就业率对青年人就业率仍存在

显著促进作用，老年人再就业率每提高 1个百分点，青年人就业率提高 0. 481个百分点，这表明

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这一结果略高于基准回归结果，其原因可能是城镇经济发展水平较

农村更高，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教育和医疗中，城镇中再就业的老年人群体拥有较高的人力资

本，高人力资本的老年人再就业对经济发展和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强。

⒊排除异常值

为了排除抽样调查过程中特殊地区少量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利用双边缩尾和双边

截尾处理异常值。结合城市面板数据的特点，本文对老年人再就业率和青年人就业率在 1%分位

上进行双边缩尾和双边截尾处理。回归结果显示，经过双边缩尾处理后，老年人再就业率每提高

1个百分点，青年人就业率提高0. 192个百分点；经过双边截尾处理后，老年人再就业率每提高1
个百分点，青年人就业率提高 0. 213个百分点。经过双边缩尾和双边截尾处理后的回归结果与基

准回归结果较为一致，这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四）异质性分析

⒈性别异质性分析

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家庭普遍存在隔代抚养现象，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是家庭常有的安

排［28］。延迟退休减少了老年人的休闲时间，可能会降低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的概率。由于女性

在家庭活动中具有比较优势，如果延迟退休导致老年人无法隔代照料孙辈，那儿童照料这一家庭

活动大概率会由青年女性来承担［29］，即延迟退休可能会对女性青年人的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为

了进一步研究延迟退休对男性青年人和女性青年人的就业率是否存在差异性影响，本文分别计算

出 16—24周岁的男性青年人和女性青年人就业率。在保持控制变量和其他所有模型设定不变的

基础上，按性别将青年人分组并进行回归分析，组间系数差异检验P值为 0.002，分析结果如表 4
列（1）和列（2）所示。从表 4列（1）和列（2）可以看出，相较于女性青年人，延迟退休对男

性青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强。老年人再就业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男性青年人就业率提高

0. 195个百分点，而女性青年人就业率仅提高 0. 176个百分点。从隔代照料的视角来看，延迟退

休可能会挤出老年人隔代照料孙辈的时间，部分女性青年人会因照顾年幼子女放弃劳动参与。因

此，相较于男性青年人，延迟退休对女性青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偏弱。在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

的阶段，政府在推进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应增加儿童照护资源供给，满足年轻父母对儿童照料

的需求，缓解其对祖辈隔代照料的需求。

⒉受教育水平异质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研究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再就业老年人与青年人就业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选取的

青年人受教育水平划分标准为：高中及以上学历（包括高中、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的青年人为

高学历青年人，采用高学历青年人就业人数占高学历青年人总人数的比重衡量高学历青年人就业

率；初中及以下学历（包括初中、小学和未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为低学历青年人，采用低学历青

年人就业人数占低学历青年人总人数的比重衡量低学历青年人就业率。另外，由于本文选取的数

据为 2005年和 2010年微观数据，这期间老年人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所以本文选取的老年人受

教育水平划分标准为：初中及以上学历的老年人为高学历老年人，采用高学历老年人再就业人数

占高学历老年人总人数的比重衡量高学历老年人就业率（Old‑Highedu）；小学及以下学历的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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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低学历老年人，采用低学历老年人再就业人数占低学历老年人总人数的比重衡量低学历老年

人就业率（Old‑Lowedu）。

受教育水平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 4列（3）和列（4）所示。从表 4列（3）和列（4）可以看

出，高学历老年人就业率每提高 1个百分点，高学历青年人就业率提高 0. 108个百分点，对低学

历青年人就业率的影响不显著；低学历老年人再就业率每提高 1个百分点，对高学历青年人就业

率的影响不显著，低学历青年人就业率提高 0. 279个百分点。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各

行业人才需求不同，高学历劳动者大多从事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脑力劳动，低学历劳动者大多从

事技术性较低的体力劳动。这将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高学历老年人由于自身具有较高的人

力资本水平，大多从事专业和技术要求较高的行业，随着年龄的增长，高价值的经验知识不断积

累，人力资本积累不断增加。高学历老年人再就业有利于提高这类行业的最优生产规模，进而增

加对高学历青年人的需求。另一方面，低学历老年人由于自身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限制，大多从事

专业技术要求较低的行业。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 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再

就业群体中，有 62. 4%的低龄老年人从事农林牧渔业，这部分老年人大多为低学历老年人。低

学历老年人再就业对低技术要求行业的发展作出贡献，促进低学历青年人就业。

六、机制检验和调节效应检验

（一）机制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降低实际老年抚养比是延迟退休促进青年人就业的有效途径，本文重点关注

老年人再就业率对实际老年抚养比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5列（1）所示。从表 5列（1）可以看

出，老年人再就业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老年人再就业能够降低实际老年抚养比，改善

人口结构，这与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具有一致性。如果中国延迟退休政策将工作年限延长 5年，

55—59周岁女性和 60—64周岁男性将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劳动年龄人口将增加。与此同时，

被抚养人口的年龄段将缩短 5年，在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和被抚养人口减少的双重作用下，将会降

低实际老年抚养比。实际老年抚养比降低将从两方面促进青年人就业：一方面，实际老年抚养比

降低将改善社会保险制度下的赡养率，降低维持社会保险基金平衡所必需的缴费率水平，缴费率

水平下降将减少企业用工成本，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直接需求，促进青年人就业。另一方面，工

作年限延长将增加人们预期收入，实际老年抚养比下降将减轻家庭养老负担，预期收入增加和家

庭养老负担减轻将进一步释放家庭消费潜力，家庭消费需求的提升会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引致需

求，促进青年人就业。假设2得以验证。

（二）调节效应检验

前文的理论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延迟退休与青年人就业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

表4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    量
Old

Old‑Highedu
Old‑Lowedu
控制变量

城市/年份FE
观测值

R2

（1）
男性青年人

0. 195*** （0. 056）

控制

控制

510
0. 395

（2）
女性青年人

0. 176** （0. 069）

控制

控制

510
0. 235

（3）
高学历青年人

0. 108** （0. 048）
0. 055（0. 057）

控制

控制

502
0. 140

（4）
低学历青年人

0. 036（0. 040）
0. 279*** （0. 053）

控制

控制

502
0.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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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有更多的资金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延迟退休群体中高学历、高技术

水平的老年人所占比重往往更高。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经济发达地区将增加更多的高人力资本劳

动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青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强。为了检验调节效应，本文引入老年人再

就业率（Old）与城市生产总值增长率（GDPrate）的交互项，并对交互项进行中心化处理［30］，
回归结果如表 5列（2）所示。从表 5列（2）可以看出，老年人再就业率与城市生产总值增长率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能够增强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促

进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假设3得以验证。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老年人再就业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比拟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基于 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和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

研究了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延迟退休不仅不会挤出青年人

就业，反而会对其产生挤入效应，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

示，相较于男性青年人，延迟退休对女性青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偏弱，这符合家庭分工比较优势

理论；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各行业人才需求不同，高学历老年人延迟退休能够促进高学历青年人

就业，低学历老年人延迟退休能够促进低学历青年人就业。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延迟退休通过降

低实际老年抚养比促进青年人就业。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对延迟退休与青年人

就业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

（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延迟退休不但不会挤出青年人就业，反

而对其具有促进作用，该结论支持政府为增加劳动力供给提出的延迟退休政策。在中国 60—64
周岁的城镇人口中，有 42. 2%的男性和 37. 6%的女性可以继续参加劳动［31］，延迟退休可以更充

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带动经济发展和就业。第二，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为了减少延迟退休对劳

动力市场的冲击，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应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推进渐进式、弹性式延迟退休政

策。相较于预期寿命而言，退休年龄提升空间很大。同时，中国人口规模庞大，延迟退休涉及劳

动力的数量很多，小步渐进式推动延迟退休可以缓解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第三，在实行延迟

退休政策的同时，政府应相应地调整其他相关政策。本文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延迟退休对女

性青年人的促进作用会弱于男性青年人，根据家庭分工比较优势理论，其原因可能是，延迟退休

会降低老年人隔代照料的概率，部分女性青年人会因照顾年幼子女放弃劳动参与。特别是在三孩

生育政策全面开放阶段，政府应注重年轻家庭对祖辈隔代照料的需求，对有年幼孙子女的老年人

实行灵活、弹性退休政策的同时，增加社区托教机构等公共资源供给，将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

可能存在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第四，政府应鼓励老年劳动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选择适当

的教育方式继续学习，提高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从而提高劳动力市场竞争力。

表5　机制检验和调节效应检验的回归结果

变 量

Old
GDPrate

Old×GDPrate
控制变量

（1）
Dependence

-0. 170*** （0. 028）

控制

（2）
Young

0. 261* （0. 138）
0. 472*** （0. 119）
0. 016** （0. 007）

控制

变 量

城市FE
年份FE
观测值

R2

（1）
Dependence

控制

控制

510
0. 202

（2）
Young
控制

控制

510
0.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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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ding⁃in Effect of Delayed Retirement on Youth Employment

LIU Feng-qin1, WANG Mei-tian1, BI Lei2

(1.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2.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t Zhuhai, Zhuhai 519087, China)

Summary： The demographic struc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opulation 
ageing and insufficient labor supply posed challenges 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s an important policy to improve 
China’s demographic structure, whether delayed retirement will have a crowding‑out effect on youth employment is to be 
tested. Most of existing studies use the nominal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to measure China’s demographic situation, or only 
discuss the direct impact of delayed retirement on youth employment, without exploring its internal mechanism. This paper 
replaces the traditional nominal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with the practical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that can portray 
China’s demographic structure more accurately.

The paper uses the micro‑subsample data of one‑percent national sample census in 2005 and national census in 2010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delayed retirement on youth employment and its mechanism at the city level. This paper finds that 
rather than crowding out youth employment, delayed retirement has a crowding‑in effect on it, and the conclusion still holds 
after endogeneity treatment and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is paper finds that compared with young men, delayed 
retirement has a weaker promotion effect on young women’s employment,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household production. Also,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demands for talents in various industries, delayed 
retirement of elderly people with high education can promote the employment of young people with high education，delayed 
retirement of elderly people with low education can promote the employment of young people with low education. Further 
analyses show that delayed retirement can promote youth employment by lowering the practical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moderate the impact of delayed retirement on youth employment.

Compared with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On the one han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wo ways in which delayed retirement affects youth employment. First, delayed retirement can increase effective labor 
supply, dr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youth employment. Second, delayed retirement can improve the 
demographic structure, reduce the practical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increase the direct and induced demand for labor in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youth employment. On the other hand, to describe China’s population structure more 
accurately, this paper replaces the traditional nominal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with the practical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that can measure China’s social pension burden more accurately and then studi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delayed retirement on youth employment.

The paper supports the retirement policy and believes that the gradual and flexible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should 
be accelerated. At the same time, at the stage of three‑child policy,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young families, adjust other policies and increase the supply of public resources for children, so as to achieve higher‑quality 
and fuller employment and ensure people’s access to childcare.
Key words：delayed retirement； youth employment； demographic structure； practical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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